一桩并未了结的历史疑案

◇鲁一鸣

墨子里籍问题，一则无文献可查，二则无出土可证，千百年来成了一桩历史疑案。然而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山东大学滕州籍某教授频频来滕州发表演讲，连连发文（见滕州政协《滕州文史资料》）公然判定墨子是滕州市木石一带人。此说出台后十几年来，在滕州形成了一个愈演愈烈的“墨子热”：市领导亲自挂帅，发文件、拨专款、建机构、求题词、建立了“墨子纪念馆”，在火车站广场竖起了墨子铜像，拨巨资建造了“国际墨子研究中心”，在北京召开“国际墨子研讨会”。市委市府明确行文，“墨子故里”不仅是滕州的宣传名片，而且把宣传和践行墨子思想作为滕州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。为此，又把连当年某教授也明确表态“应是济宁泗水县人”的鲁班也定位到滕州，并为之建了“纪念馆”，又举办了“中国（滕州）首届国际墨子文化节”，而且，把“滕州——墨子、鲁班故里”的广告搬上了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……凡此，给不明真相的世人造成了一种印象：墨子为山东滕州人是定而无疑了，一桩历史疑案就此即可了结了。

然而，果真能断定墨子是山东滕州人吗？

关于墨子里籍问题，历来有宋国说、齐国说和鲁国说。但某教授把其定为滕州，未免武断。主要是没有直接证据。当初激发其提出这一论断的惟一证据是明代万历十三年《滕县志》“鲁国滕县东南（即今之木石）有目台亭”这条记载。他认为为“台”，就是“夷”，“目台亭”就是“目夷亭”，是为纪念宋国的公族目夷君（子鱼）而建。于是就大胆推论：宋国的公族目夷君曾在山东滕州木石一带生活并“繁衍后裔”，墨子是目夷氏的后裔，所以墨子是滕州木石一带（即当年的小邾国）人。抽象的推理不能取代科学的考证，何况这个三段论的大小前提都是不可靠的：如果仅据一“亭”就能断定是为纪念目夷氏在此生活并“繁衍后裔”，那么，不知是某教授没查到还是故意回避——在山东，不止一处仍能查出“目夷”的历史标记，例如临沂市的古《沂水县志》上就明确记载：沂水城南四十里有“目夷台”，这个“台”又是纪念谁在这里“繁衍后裔”的呢？说墨子是目夷氏的后裔，有何证据？这一点连某教授本人也承认“是推测”，故而，他只能引用其老师童书业先生的话：目夷氏，因快说“省为目（墨）氏”，墨子与目夷同氏。然而，这不过都是一厢情愿的揣测而已。再说，同姓氏即为其后裔，这种论断的可信值会有多大？退一步说，墨子果真是目夷君的后裔，也难断定墨子就一定是滕州木石一带人。其一，某教授所说的“目夷”和其后的小邾国，其地理范围难道就一定仅仅指滕州木石一带？且不说临沂市沂水县的“目夷台”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“目夷”区域的所在，就是某教授所说的目夷君，其陵墓就不在今日之滕州，而是在距滕州木石二百多里的山东济宁市的微山岛上。近年来在枣庄市山亭区，还有鲁南地区的考古发现，进一步证明了小邾国也比某教授所圈定的滕州木石一带地域大得多。即使墨子真是某教授所说的是“目夷氏”“繁衍”在小邾国的“后裔”，也不一定就“繁衍”在今天的滕州木石。其二，从目夷君到墨子约有二百多年，正是天下大乱的春秋末期，这中间战乱迭起，百姓四处逃乱在所难免。墨子的祖辈或父辈逃到他国定居而生墨子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就像孔子的父亲从宋国逃到鲁国的陬邑而生孔子，难道能说孔子是河南人而不是山东曲阜人吗？某教授拿姓氏的演变和分布作考证，不知是否注意这样一个实事：目前，在河南省鲁山县的个别地方倒有黑姓、墨姓或类似这类字音的姓氏，而滕州连这类姓氏的影子也没有，难道不能说明点什么吗？

笔者认为，鉴于先秦文献缺乏明确的记载，在探讨墨子里籍问题时，有两部古籍不可忽视。一部是《墨子》，是墨子思想言行的忠实记录，由墨子本人及其弟子和再传信徒写成，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最为可靠。墨子一生到过许多国家，《墨子》中涉及许多国名、地名、人名。滕州东部、东南部地面当时属小邾国，西部、西南部与之鼎足而立的尚有滕、薛二国。它们虽是小国，但其历史悠久，外交频繁不绝于史。特别是滕国，因其为周之同姓，实行“仁政”，被孟子称为“善国”。从年代讲，这三个小国在墨子时代就存在。如果墨子真是小邾人，为什么他的言行会与本国及其接壤的两个邻国无涉，故而《墨子》中找不到邾、滕、薛及其有关的字眼？答案只有：要么墨子的生活与活动与这三国没有关系，要么墨子的家乡本来就远离滕州一带。再者，古人一般是不会“数典忘祖”的，拿目夷子鱼来说，曾为宋国赫赫有名的军事家。如果墨子真是其后裔，墨子的军事言论中为什么不提其祖功呢？仅仅才一、二百年，难道其后代就忘掉他那足以引为自豪的祖先吗？每个读过《墨子》的人都会感到：墨子滞留地离齐、鲁两国都城较近，他常在齐、鲁之南、宋城以北、特别是河南鲁阳一带生活与活动，在《墨子》中，找不到“墨子为小邾国（滕州木石一带）人”的任何蛛丝马迹。还有一部更不可忽视的《史记》。谁都知道，作者司马迁为了搜集和校正史实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和东海之滨。他曾“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、鲁之都……”，深幽访古，追根寻源，尤其是“乡射邹、绎，厄困蕃、薛、彭城”。邹、绎均邻滕州北部，蕃，薛在滕州地面，彭城则是滕州的南邻。司马迁在齐、鲁特别是以滕州为中心的鲁南一带活动如此丰富，而且是“厄困蕃、薛”，时间不会短，对于鲁南，特别是滕州一带的风物人情、古迹遗址、名人逸事是不会闻而不述的。如果墨子真是滕州木石一带人，他绝不会无视这一事实，肯定会在《史记》中留下一笔的。然而，他在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末尾却这样写道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孔子后。”如果按墨子公元前468年出生的活，司马迁距他仅300多年，并在滕州滞留考察过，但他并没有听说墨子的任何传说或逸事，从而断定墨子为蕃（滕）人。不料，两千四百多年后的某教授，驱车绕滕州木石一带转了一圈，最后选了一个叫化石沟的村子，望着山坡上的一座破庙，捅着破庙下的一个石做饮马槽，煞有介事的说道：“就教他（墨子）在这里吧！”这种“乱点鸳鸯谱”式的为古人“安家落户”的考证方法，与司马迁严谨的治史态度相比，真是让人咋舌！难怪陪行的当地人暗自感叹道：教授原来这样考古！

内证不足，求助于外证，诸如语音学、民俗学等，不失为一种考证方法。但如果牵强附会，捕风捉影，甚至伪造证据，就更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某教授好拿一般百姓不懂的训诂学来唬人，乱改村名、地名、河名，比如他说“石”、“台”、“沂”与“夷”，古代同音，山川河流和村外镇凡有这几个字或类似这几个字命名者，均为“目夷”之“夷”。于是，“木石”为“木夷”，其境内的沂河为“目夷河”，是“目夷氏”的见证，是“墨”子的见证。从音韵的古今演变来说，最初某些字音相同，也许是事实。但人们不禁要问：距滕州木石一带几百里之外的东邻山东沂蒙山区中的“临沂”、“沂山”、“沂河”，不也是“目夷”的见证吗？如此看来，“目夷”的范围就更大了，墨子出生在何处“目夷”就更难确定。再比如，东夷人爱鸟，小邾国属东夷，墨子名“翟”。某教授说，“翟”是一种凤鸟。此也证明墨子是小邾人。然而。东夷的范围有多大？难道就仅指滕州木石一带吗？事实上，北起辽东半岛，南至江淮下游，都是东夷之人生息处，许多部族都崇拜鸟，故而被称为“鸟夷”。这种仅以人名、地名和字音为据的牵强附会的考证方法一出，当地就有人紧跟逢迎仿效。目前，新编并晋京演出的的地方戏曲《墨子》和一本小册子《墨子的传说》，就把当地的地名随意改动，一律与“目夷”或墨子挂上勾。例如木石附近有座“落凤山”，附会者说，凤落此山，遂生墨子，故命名为“翟”，以为纪念。其实，“落凤山”、“落凤坡”、“凤凰山”、“凤凰岭”等类山名，全国各地有多少！仅鲁南地区就有十几处。难道每座带“凤”的山都要附会一个墨子？事实上，“翟”是一种山鸡，与传说中的凤不是一类。就算是凤凰吧，当地也只有“凤凰不落无宝之地”的谚语，这里的村名、山名、河流名从来与墨子无涉。正如当地群众反映：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从来没听到墨子的传说，难道这“传说”就只往他几个外来人（指某教授和《墨子》、《传说》的作者）耳朵里传？更奇的是，当地考古工作在滕州木石化石沟村东发现一处乱葬岗，村里人称为“母子地”，有人告知其事，某教授与其附会者，竟然改为“墨子地”，甚至登上了当时的《齐鲁晚报》！

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位历史名人，墨子的里籍问题，千百年来，不论是先秦文献，还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甚至近代历史著作，都没有肯定的答案，这正说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严肃认真的态度。然而，某教授千方百计来为墨子在滕州“安家落户”。为了抢先把“滕州是墨子故里”造成既定事实，滕州历届市委、市府以某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依托，把本来的学术研究活动，搞成了一场场政治运动。文化宣传，甚至干部升迁，几乎形成了“以墨子划线”的局面。稍有对某教授观点流露怀疑者，就批之“吃里扒外”“胳膊肘子向外拐”。有一届的一个市委书记行动迟缓了点，某教授与其逢迎者居然向省里告他“破坏文化遗产”；北京一位“学术权威”，还在一次滕州政府举办的研讨会上，还对“河南说”大放厥词，居然以“为什么不争秦桧”的责问向“河南说”者施压，为滕州人张目。故而，难怪有人暗自感叹：“原来历史是一块泥团，有权有钱，想捏成什么样都可以办到。”是啊，为了把这块“泥团”捏成合乎自己的要求，十多年来，滕州人付出了多少又能收回多少？普通百姓是无从知道的。

尊重史实，事实求是，不为权屈，不为钱用，这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也是起码的品格；对现实负责，更要对历史负责；对今人负责，更要对后人负责；对家乡负责，更要对全民族负责，这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应有的也是起码的职业良心。人们并不反对研究墨子，宣传墨子，只是那些没有对墨子研究透悟的专家学者和媒体，不要泯灭了自己的良知，对于墨子里籍这一桩历史疑案轻易下断言。

